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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战”中的组织协调
———以新中国初期的麻风和疟疾防疫为例

王程韡
(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西方的组织协调理论，多以个体利益和整体效率的平衡作为其核心假设。通过回溯新中国初期麻风

和疟疾防疫的历史，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以外的组织协调模式是可能的。“大会战”中组织协调主要依赖于有

限责权的工作组和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培训班实现了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经验遴选和扩散。直接回应社

会挑战，去除了本位主义的藩篱，满足了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无私利性原则，也让两个短期的任务导向的工作

具有了长期扩散导向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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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对组织活动的有效协调是保证组织

高效运作、提高组织绩效的关键［1］。尤其是对于正

式目标、资源分配和自主权等方面都没有办法一开

始就做到尽善尽美的大型项目而言，协调更是十分

必要的［2］。协调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各子任

务之间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

地应对开发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新形势的新变

更。大量事实也证明，越早在研发项目中进行协调，

其干预的效果就越有效［3］。特别是针对包含着不

确定性极高的研发过程的复杂项目，管理学家不但

总结出诸如结构型、混合型、非正式型和内部市场等

多种协 调 机 制［4］，还 在 集 成 产 品 开 发 (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 等标准化产品开发工具

中，加入了降低原职能部门、业务执行部门之间的协

调成本的操作性方法，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产品开发

的工作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5］。
既有的组织协调理论的运作无外乎基于两个根

本预设: 一是组织参与协调与否的核心考量是其个

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协调的整体目标是旨在实现

整体效率的最优化。企业或企业联盟在一种市场动

机的指引下，以一个一致性的“利益 － 效率”原则来

实现协调是相对容易的。比较而言，尽管在某些应

急响应的框架下也会存在“无中心网络”的协调情

况［6］，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之间的组织协

调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甚至连艰难建立起来的

组织间网络能否真正起到作用，都要打一个大大的

问号［7］。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本身在承诺付

出的时间、努力和关注点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它们对

于利益和效率的界定本身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

断。因此在西方的经验里，涉及到公共部门的组织

协调甚至经常被形容为一种噩梦般的存在。
但在东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却并

不尽然。部分得益于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中国创造

性地使用了所谓的“工作组”模式打破条块分割体

系的政治体制，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举国体制的“大

会战”。有人甚至以此认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

代，正是有了“工作组”，异议和矛盾才得以平稳化

解，各项政策也才得以有效实施［8］。然而今天的我

们始终对于当年的“工作组”如何运作知之甚少，以

至于或是突出钱三强、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的“能

人”角色［9］，或是刻意夸大了威权主义体制下领导

重视的重要作用———比如认为在著名的“两弹一

星”项目中，是周恩来亲自担任了十五人专门委员

会主任，才“协调了各方，集中了力量”，让“两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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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变成一项“中央的重要工作”［10］。如果那样，就

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很多同样有领导重视、“能人”
牵头的大项目，比如 708 工程( 即民用大型客机“运

10”项目) ，却最终无法协调甚至惨遭失败。因此，

打开包括“工作组”在内的组织协调的黑箱，厘清其

真正影响到其运行的机制，才不至于辱没新中国初

期宝贵的制度遗产。

1 麻风和疟疾历史资料里的田野工作

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组织协调的运作机

制，这里选择的两个案例是新中国初期麻风和疟疾

的防疫工作。麻风和疟疾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疾

病。比如是由麻风杆菌与弥漫型麻风分枝杆菌所引

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经由飞沫传染但传染性

并不强。但受到《利未记》的影响，在西方世界中麻

风却留下了千年可怖的污名。直到 15 世纪开始，中

国的医师们才开始对麻风( 又称疠、癞) 的预后越来

越悲观，与此同时大众对麻风传染性的害怕在蔓

延［11］。而疟疾是一种会感染人类及其他动物的全

球性寄生虫传染病，其病原疟原虫借由蚊子散播。
如果将瘴气与瘴病笼统地解释为恶性疟疾［12］，显然

在我国( 特别是“南方”) 有着更长久的历史。真正

让两个疾病联系起来的，一个是 1951 年召开的首届

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当时，与会专家制定了疟疾、麻
风等等 19 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①。另外一个则是

药品 氨 苯 砜 ( 又 称 达 普 颂，Dapsone ) 。氨 苯 砜 于

1908 年被合成出来，自 1937 年开始研究其抗生素

机制，1945 年开始用于麻风的治疗［13］。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氨苯砜也同时用来作为预防疟

疾的主要药物。比如著名的“523”任务中的“防疟

片 1 号”( 简称“防 1”) 的主要成分就是乙胺嘧啶

( 20mg) 和氨苯砜( 100mg) ②。
当然除了表层的联系，选择它们的真正原因在

于: 两个疾病的防疫工作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经

历了涉及到不同地区政府及政府间不同部门、多层

次的医疗救护体系之间复杂的协调［14］，体现了“移

风易俗、改造世界”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思路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比如参与“523
任务”的科研团队来自中国 7 个省市、60 多家科研

机构，覆盖了超过 500 名科研人员。新中国建立前

夕，约有 3． 5 亿人口受到疟疾威胁，占当时全国人口

的 70%，每年发病人数估计超过 3 千万，病死率约

达 1% ; 到了 1986 年，每万人发病率就已经降低到

了 3． 48［15］。而在麻风防疫的过程中，除了中央皮

肤性病研究所( 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

所，现中国以科学园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皮肤病医院) 以及齐鲁、中山等几家医学院［16］，还涉

及到全国大大小小麻风病院、村和防治站共 1199 处

( 截止到 1980 年底) ，专业防治技术人员 9000 余

名［17］。1956 年年底，每万人人口中还约有 6 名麻风

患者; 但在 80 年代末，这个数据就降低到了万分之

一以下，“基 本 消 灭 麻 风”。两 个 工 作 一 个 重 在

“研”，即研发出模仿性或原创性 产 品; 一 个 重 在

“查”“收”和“治”，即将研发出的产品同控制疫情

的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两者加总，即基本覆盖

了完整的防疫工作的全过程。且两个工作在当年能

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用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张剑方的话讲，都是“大协作”“大会战”的

结果［18］。
资料的可获得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一

度“高度保密”且错综复杂的“两弹一星”，麻风和疟

疾两个防疫案例相对简单，且学界已经做了相对深

入程度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以黎润红［19］、刘绍

华［20］为代表的微观口述史料的发掘，为从非英雄主

义观点出发来“解剖麻雀”，即全景地还原防疫工作

中的组织协调机制提供了可能。而在已经被挖掘的

史料重新焕发出生命力的方面，人类学家拉图尔

( Bruno Latour) 已经在其探讨炭疽疫苗防疫史的著

作《法国的巴斯德化》［21］中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

例。下面，本文也将延续拉图尔的传统，回到历史资

料的田野里去。

2 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对林林总总可见的、不
可见的“敌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使命便是消灭

“敌人”，“以解人民之苦”［20］。疟疾和麻风就都被

纳入了“敌人”之列。尽管在朝鲜战争时期，蚊子及

·695·

①

②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其口服复方版本叫“治疟宁”，是在上述两种药的基础上加入了氯喹。
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 1952 年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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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传染疾病被看作是美军使用“细菌战”的重要罪

证④，但偏偏“在海南和云南这两个地方才能见到比

较多的恶性疟，其他地方间日疟居多”( 傅良书口

述) ［19］，加之爱国卫生运动的确一定程度上从根源

上抑制了疟疾的传染源。疟疾防疫在中央的各项工

作中政治优先级并不十分靠前。相比之下，麻风却

被认为是“劳动人民的病，又穷又受歧视……是标

志性的病”［20］，因而也更早地得到了重视。重视的

一个直接结果就是 1954 年 5 月，我国在原苏联红十

字医院的旧址上成立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

久的麻风基础、临床、防治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中

央皮肤性病研究所( 简称“皮研所”) 的成立［22］。
( 1) 工作组、现场会和培训班

防疫工作所面对的疾病及其社会挑战往往是复

杂且凶险的。但正如韩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 所

发现的那样，中国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通过一种不

确定性下的反复试验的方式进行试错［23］。而实施

几乎所有“大会战”的初衷，也恰在于运用不同的手

段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从中选择最有希望的一种，

集中所有力量，以便达到最有希望的结果［24］。麻风

和疟疾的防疫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自下而上的试

错经验的遴选以及自上而下的“最佳实践”的扩散

两个过程，化零为整、化繁为简。
自下而上的主要载体是工作组和现场会。1957

年 10 月，“全国麻风研究小组”在卫生部的指示下

宣告成立，文件( 卫医贺第 395 号) 规定:“各地……
应与北京皮肤性病研究所及麻风研究小组取得密切

联系”。在计划时代，有一个单位的户头对于开展

协调工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当 1959 年 4
月全国性病麻风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办公室就设立

在“皮研所”［22］。“523”任务也是如此———甚至北

京、全国“523”办公室人员“全部是军事医学科学院

的人”( 施凛荣口述) ［19］:

当时“523”办公室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领

导小组的办公室，对外，管全国“523”大协作的计划

落实，组织协调这方面的工作; 另一个任务是对内，

直接管着“523”办公室的这一部分工作。( 吴滋霖

口述) ［19］

不负责分配经费⑤，工作组办公室单位几乎唯

一的职责就是组织召开各种现场交流会、工作会和

学术会议。会议“实际上是情况交流，互相协调一

下工作，分分工”( 张剑方口述) ［19］。无论是何种形

式的会议，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应的，会议

的组织和筹备也并不复杂，一般都是“在哪里开，由

哪里接待”。比如“523”任务进驻海南、云南等恶性

疟现场检验临床效果，经费都是由地方部队先向所

属军区报告，再由军区协助安排落实，并进一步提供

进出现场的交通条件和管理。而且每个现场研究组

基本上 也 都 有 一 个 军 人 干 部 担 任 副 组 长 具 体 与

“523”办公室联系，以保证沟通的顺畅。
自上而下的扩散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现

场会后各种形式的资料汇编。资料汇编是一种见证

增衍的文字技术［25］，可以让没有机会亲临现场的相

关单位真切地感受到会议的交流情况。因此资料汇

编本身也并不对试错经验做重点推荐，反而留给各

单位自行选择的空间。当然，若方案已经成熟，则会

通过培训班和讲义的形式快速在面上铺开。如首届

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决定在山东⑥济南举办全国高级

麻风病进修班。负责人选定为在 1949 年以前即担

任过麻风院长，又曾出席国际麻风大会的尤家骏。
我国最重要的第一、二代麻风医生均来自于这个培

训班。培训班的学员回到地方工作后，又邀请尤家

骏现场授课。结果从山东开始逐渐扩及全国的培训

班至少培训出 1128 名中级班、91 名高级班学员。
作为培训班的衍生物，尤家骏主导的各种正式、非正

式的讲义等出版物事实上也吸引了更多的麻风医生

自学［20］。
结果在一个信息和资源都很匮乏的年代，大量

的公共部门和科研、专业防治技术人员还是被有效

地协调了。
( 2) “又红又专”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工作组、现场会和培训班都

充其量只是解决了组织信息互通的问题。现场会和

培训班的组织频率决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中的协

调必须依靠另外一种机制———比如正式和非正式的

“通知”———完成的。
像一些制药厂都在各个部门下面，是科委、国防

·795·

④

⑤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6 日第 4 版。
“523”任务比较特殊，由于下设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南京等五个地区办公室，其日常办公经费包括出差的费用均由全国“523”办

公室核发( 吴滋霖口述) 。
山东与广东、福建等省并列被视为麻风最为严峻的地方之一，卫生部成立中央麻风防疫机构时，也曾考虑设置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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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委他们去通知的。地方上，直接告诉他们就可

以了。毛主席指示的，他们都会执行。( 吴滋霖口

述) ［19］

毛主席显然不会事必躬亲地参与每一项具体的

协调活动。因此，与其说是毛主席起到了作用，还不

如说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将承担

防疫任务的基层单位和个人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关键

性制度动力。
按照霍尔( Peter Hall) 的理解［26］，广义的意识

形态包括了对社会性质与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

念，关于政府的适当的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理想以

及以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高柏进一步将其概括

为一种 符 号 工 具，一 种“文 化 工 具”和“世 界 架

构”［27］。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在科学

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就是对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代表

的名利思想的批判。特别是 1951 年朝鲜战争爆发

以后，“为科学而科学”已经成为了非常危险的政治

标签，意味着“路子狭小”“脱离实际”甚至“投敌叛

国”［28］［29］。相应地，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包括

认为自己属于某一科技共同体，通过发表介绍科技

成果的论文而加入某一科技共同体，在解决技术疑

难问题方面尊重技术专家，在选择和制定研究方案

中崇尚由于具有专业知识而应合理得到的自主权，

等都必须被坚决摒弃［24］。如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

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只有从为人民

造福这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才能使我们的科学可

以猛烈的前进”［29］。
“为人民”的本质是舍弃小我，让“读的书可以

为人民做点事”( 邬佩玮口述) ［20］。在“群众路线”
的指引下，通过一种“自带干粮”的方式参加到“大

会战”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专门为“523”任务设

立的“上海第十四制药厂只有从事有机合成的力

量，其他专业的技术专家是从上述科研单位、大学、
医院等部门调来的……一直到‘523’组解散后，他

们才回原单位工作。”( 孙观和口述) ［19］又如麻风医

生黄文标和当时很多有志青年一样，1960 年一毕

业，就响应国家支援困难省份的号召，自愿报名投身

云南边区，没想到却被分配到“云南省皮肤性病研

究所”，战斗在防疫麻风的前线。黄文标坦言［20］，由

于麻风的污名化，他自己“当时很害怕，像冷水浇

身”。但和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领导跟我开导，

灌输毛泽东思想给我:‘担子有轻有重，好同志应该

挑重担子’。我就挑起来了。灌输毛主席思想给我

有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是‘又红又

专’的毕业生。”
“红”的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不但让基层单位

和个人甘愿参与到其中，更让防疫这个任务导向

( mission － oriented ) 特 征 的 工 作 具 有 了 扩 散 导 向

( diffusion － oriented) ［30］的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祖国医学”即中医和其他民族

医学的地方性实践在当时被予以了充分的鼓励。在

以“祖国医学”抗疟的过程中，最终斩获诺贝尔生物

医学奖的青蒿素的例子也自不必说［19］。着实也存

在一些其他的“惊喜”从祖国中医药的宝库中涌现

出来了。比如本来用做抗疟药物的常山“在试用过

程中发现有减缓心率的作用，后来也开发成为抗心

率失常的新药”，颇有一点“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味

道。相比之下，雷公藤本是一种主要用来防治菜青

虫的“土农药”［31］，后来被搭配抗麻风西药使用，

“效果良好”。甚至雷公藤疗法，作为 59 篇成果中

唯一的中草药项目还于 2000 年申报了“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20］。就连政治上不太正确的大风籽油疗

法⑦，也在“祖国医学”合法性的支持下，也经由辽宁

省麻风病院配制成中成药“扫风丸”( 实际上是大风

籽油的复方改良版) ［32］，甚至还引得上海麻风防治

院还专门奔赴辽宁学习其治疗麻风的先进经验［33］。
( 3) “土洋结合”⑧

药品的稳定、大量供给是防疫工作取得成功的

重要物质保障，自然也成为了协调工作的重要组组

成部分。和部分地区的赤脚医生倾向于采用见效更

快的西药一样［34］，两个疾病的防疫工作也实事求是

地依赖于引进、仿制和改良西药，“土洋结合”［35］而

非固守“祖国医学”来解决现实问题。
早在战 前，“西 药 业 以 上 海 为 最 盛……新 亚

……信谊……等……均能按最新化学及药学原理仿

制或创制新药”［36］。1952 年，兼并了民用药厂( 部

分) 的新亚制药( 1966 年更名为“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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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直至 20 世纪中叶以前，从东南亚地区传入中国的大风籽油治疗麻风的主要药物。但由于西方传教士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亦使用大风

籽油来治疗麻风患者，建国后在用社会主义人道模式驱逐基督教人道主义模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大风籽油疗法逐渐被弃用。
“土洋结合”的提法在当时的很多工作中非常常见，在防疫的问题上，如可参见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

报告》( 1961 年 2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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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八制药厂”) 曾经的上海民族资本的翘楚已

经具备了氨苯砜原料药的生产能力。20 世纪 50 年

代末疟疾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注意到“重

点引进了氯喹、伯氨喹、乙胺嘧啶等重要抗疟药。
1958 年用了三个月……就研制成功……生产过程

［还］不断改进工艺”———当然研制的主要方法还是

模仿，“看到国外不断有新抗疟药实验的报道，我们

( 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现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就此进行了仿

制”( 陈昌口述) ［19］。1962 年，前身为中西大药房

( 创办于 1888 年) 的中西药厂也试产氯喹、伯喹和

乙胺嘧啶成功。所以当 1967 年“523”任务开始时，

国内相关单位已经具备了仿制抗疟原料药的能力。
1968 年 2 月，当抗疟研究工作第二次协作会议在杭

州召开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根据国外资料提出“防

1”“防 2”( 即乙胺嘧啶加周效磺胺) 复方，上海第十

一制药厂( 公私合营前系原上海天平化学制药厂)

马上就能“把现成的药按照剂量、规格要求合成起

来”( 傅良书口述) ［19］。当然，在“523 任务”开始以

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开始进行症疾防治的研究

( 吴滋霖口述) ［19］。或者用施凛荣［19］的话讲:

50 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

用细菌武器，我军组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集中了当

时国内一批优秀的医药科学家，开展防原、防化、防
生物 战 的 研 究。药 物、传 染 病 等 的 研 究 力 量 很

强……
因此，协调工作的一个逻辑起点是摒弃狭隘的

民族主义观念，善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

国外的智识基础和传统意义上非公共部门的技术能

力———最快地形成能够应对社会挑战的防疫解决方

案。即便是在那个强调自力更生的年代，国外最先

进的经验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被我们培训良好的科

学家和医师所掌握，迅速在实验室里试制，并交由早

已具备仿制药生产能力的制药厂形成产品。即便在

被冠以“土法炼钢”之名的麻风防疫工作中，参阅西

方科技导向为主的国际医疗文献，以及与第三国际

或少数民主国家的经验交流也从未间断［20］。否则，

所有的知识先拿来分一下姓“社”姓“资”，再尝试协

调两者就事倍功半了。
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效率的因素才被考

虑进来———比如 1958 年，受到大跃进时期“向技术

革命进军”⑨思想的影响，新亚制药开展了形形色色

的技术革新工作，以最大程度地“依靠人民群众的

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克服原料短缺，成本昂贵的困

难［37］。甚至在广州第一制药厂进行了工艺改良以

后，新 亚 又 主 动 向 广 州 学 习 再 度 实 现 工 艺 革

新［38］［39］。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如于光远所

言———“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

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

垒”［40］。

3 组织协调的“好的制度”

如果将组织协调的核心机制概括为“又红又

专”和“土洋结合”，那些具有时代印记的历史经验

仿佛在今天也失去了推广的价值。但借用原二机部

副部长李觉的话讲，“如果不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不

是各方面大力协同，是干不成的!”［41］所以这里需要

回答的问题是: 能够超越两个案例及其共性概括的

“好的制度”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到现代实

验科学诞生之初的 400 年前。当时以玻意耳为代表

的英国自然哲学家，极力将自身与将个人利益摆在

首位，从而在私密空间里操纵实验的炼金术士区分

开来。玻意耳说，不要“相信炼术实验……除非传

述者其人，提及他的作为系根据自己特有的知识，或

根据 某 位 可 信 人 士 的 叙 述，而 凭 其 经 验 公 开 断

言”［25］。用默顿( Ｒobert K． Merton) 的话讲，这恰恰

是被誉为无私利性的科学家的精神气质［42］。但历

史地看，无私利性绝不必然地等同于“为科学而科

学”。相反在玻意耳等自然科学家看来，既然能“使

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

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他们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

目的就是“更好地赞颂上帝”。玻意耳甚至坦陈［43］:

……我们愈是深入地加以凝思，我们所发现的

造物主完善至美的足迹和印记就愈多; 我们的最高

科学就只会使我们更有理由崇拜上帝的全知。
尽管默顿在无私利性的原则中也声明，权力同

个人利 益 一 样 应 该 被 排 除 在 科 学 事 业 的 动 机 之

外———这一点甚至构成了他和科学学的创始人、马

克思主义者贝尔纳( John D． Bernal) 的主要分歧。
但在科学必须同时满足除了理性目的以外的心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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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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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两个目的这一点上［44］，两个人仍存在极大程度

上的共识: 区别仅在于认为( 共产主义所承诺的)

“为人类造福”本身就构成了科学的终极目的，或是

将其看作是“颂扬上帝”的重要途径。无论如何在

麻风和疟疾两个防疫工作中，科学家和科学家共同

体的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无私

利性，实 现 了“把 国 家 作 为 本 位，把 人 民 作 为 本

位”瑏瑠［29］———如李觉所言，“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

心想着怎样为国家、为人民做点贡献”［41］———于是

消除了本位主义的藩篱，组织协调就自然而然地完

成了，科学也就发展了。
那么，怎样才能去消除位主义呢? 历史的经验

告诉我们: 关键在于打破协调的位子和资源之间的

必然联系。不难发现，在麻风和疟疾防疫的两个案

例中，牵头的办公室单位并不掌握实际的资源分配，

“自带干粮”参加过的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不会因

为投身“大会战”而带来额外的收益瑏瑡。相反，一旦

位子和资源挂钩，协调就似乎总会出现问题。比如

同样在“红”的意识形态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于

1956 年 3 月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建议

下成立，并于 12 月被列为国家常设机构。设置国家

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初衷是在所有研究单位之间以及

研究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建立一个负责协调和制

订计划的高级小组。最初，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确在

冶金、水工、机械、医学、农业等五个主要领域中尝试

开展了组织协调工作。根据郭沫若本人的陈述，协

调取得了一定的厉行“节约”的效果，如仅冶金案例

中“氧气机和转炉两项就可以节省八十八万元，此

外还可以节省厂房建筑、三十个工人和每年的维持

费五万元”。倒是时任科委综合局局长的吴学蔺院

士坦言，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研究资料、经费、设备和

材料等问题仍亟待解决瑏瑢。“科学进军的高潮没有

兴起，倒掀起了‘人心向院’的高潮”瑏瑣。
解决本位主义的一个更加根本的途径是避免从

位子本身提出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两弹一星”，还

是麻风、疟疾两个防疫工作，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

会挑战所提出来国家层面的任务。这种提出问题的

方式，和当下被誉为新兴政策范式的“变革性创新

政策”(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 所倡导的: 从

广义的社会挑战( 比如如何建立一个不依赖化石能

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技术

进步出发来开放式的提出问题，并动员包括需求侧

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45］，异曲同工。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通过消除本位主义所

带来的组织协调效果。口述历史的收集方式事实上

决定了，诸多不协调的因素会主动被报道人删除、过
滤。比如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知道当年除了青蒿素和

常山，针刺、贴椒、压椎三种方法也“通过调动自身

免疫力来治疗恶性疟”( 李国桥口述) ［19］，其效果恐

怕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相比之下，以形补原

则服“复方蛇酒”［20］来抵御麻风( 该疾病的英文名

称起源于拉丁文的 lepra，意为“鳞片”) 恐怕就有些

牵强。不过瑕不掩瑜，麻风和疟疾防疫的两个案例

也证明了，“好的制度”所留给我们的精华远比糟粕

要多得多。

4 结 论

所以防疫“大会战”中的组织协调究竟是怎样

完成的? 并非在一个威权主义的社会中，有了一个

统领一切的工作组，有领导重视，有“能人”牵头，组

织协调和相应的资源配置就自动完成了，甚至异议

和矛盾也能迎刃而解。相反，在麻风和疟疾两个防

疫工作中，工作组的职能和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
实际上更多发挥作用的，是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培训

班包括从上述活动衍生出来的资料汇编和培训讲

义。现场会自下而上地集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实践

经验，再视经验的成熟程度以原汁原味的汇编或遴

选出“最佳实践”的培训扩散开来。在信息和资源

都十分有限的年代，参与的基层单位和个人都依托

工作组、现场会和培训班形成了艾伦( Ｒobert C． Al-
len) 所言的“集体发明”［46］的机制，实现了最大程度

的合作。而且在此过程中，牵头的办公室单位甚至

连开会的经费都要地方去负责，自己则保持着维系

运行的最小体量。
需要注意的是，“红”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世

界架构”的作用，以及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摒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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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0 日第 3 版。
据当事人反映，可能参加“大会战”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不进行或者少进行“闹革命”的批斗活动。
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3 日第 10 版。
参见:《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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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破科学发现优先权的观念和最快地形成能够应

对社会挑战的防疫解决方案而言十分关键。而支撑

两者的“好的制度”的根源则在于两个任务直接锚

定了社会挑战，把国家和人民作为本位，恰好满足了

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无私利性原则———让科学的心理

和社会目的合一，也让两个短期的任务导向的工作

具有了长期扩散导向的意义。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一种革命性的话语，称

“科学的春天”以来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以至

于新中国初期的“艰难探索”和西方世界的“先进模

式”都被标签化了。撕下这些标签，有助于看到更

多———起码在组织协调的意义上，有太多需要正视

的中国特色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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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in“Great Battles:
Case from the Leprosy and Malaria epidemic preven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 Ｒ． China

WANG Cheng － wei
(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theories in western worlds share a common assumption that a balance between the overall effi-
ciency and individual benefits is a must． It is demonstrated，however，by carefull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leprosy and malaria epidem-
ic preven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 Ｒ． China that，other modes of coordination beyond the market mechanisms can also be achieved．
In so － called“Great Battles”，workgroups with limite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along with the site meetings and training seminars
they organized，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ottom － up selection and top － down diffusion of the“best practices”． Ｒesponding to
the societal challenges directly and getting rid of sectionalism，additionally，meet the principle of disinterestedness at large that is ur-
gently needed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Diffusion － oriented achievements can be thus found in mission － oriented projects like these．
Those ar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at we have to face properly．
Key words: Great Battles; Leprosy; Malaria;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wor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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